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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健康性有赖于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有机、高效协同发展。以我

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位，在构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耦

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 2013-2019 年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动态协同效应，基于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法分

析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结合各省域协同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仅有极少数省份实现良好协同；排名靠后省份与全国平

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失衡现象；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

协同水平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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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功能也日臻完善。截至 2019年底，全国共有科技企业孵

化器 5206 家，创业孵化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据《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我国科技创业水平仍不高，在培育新兴产业、

实现高附加值跃迁等方面略显乏力(孙国强，杨帅，张宝建，2019)。这意味着，我国科技创业未能改变注重规模的“粗放式”发

展，创业孵化质量和效益未达预期。随着创业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人们日益认识到创业活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行

为，会受到创业环境及创新创业主体的影响。因此，构建完善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是打破科技创业发展瓶颈、破解科技创新

与科技创业“两张皮”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创业，创业反哺创新”、助力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途径。从研究成果看，自 2017

年以来以“创业、生态系统”为主题的外国文献数量显著增长，且文献影响力较高，但是国内涌现出的高质量文献数量较少，而

以“创业孵化”为研究内容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研究更少。这表明我国科技创业孵化事业相较于发达国家，不仅在实践领

域存在孵化质量和效率的差距，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处于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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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业孵化体系构建及完善。本文课题组曾于 2018 年结合生态学理论与创业孵化实

践特征，提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概念[1],即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孵化组织、创业企业与其依托的社会、

经济和技术等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所构成的统一整体
[1,2]

,其强调不同构成元素之间相互促进、协同进化，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以服务于创业企业孵化与成长[3]。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要素高效协同是其成功运行的关键[1]。创业环境对创业质量和绩效有着

重要影响，很多研究者就此观点达成共识[4,5],但是现有文献并没有就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对创业活

动有何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创业政策扶持力度也不同，导致各省市科

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虽有研究对我国创业孵化生态环境作了整体性评估[1],但是并未深入研究科技创业孵化生态

环境各子系统间的协同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呈现出的时空异质性。因此，研究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

境协同发展水平有助于探究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发展差异，为深入研究创业行为提供定量分析依据，进而完善科技

创业孵化理论，推动区域创新创业发展。本文将基于 2013-2019 年我国内地 27个省市面板数据，考察不同省域间科技创业孵化

生态环境协同效应，并对其空间演变格局进行深入探讨。 

1 文献综述 

尽管从创业孵化视角探讨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尚不多，但早在 1996 年 Spilling 就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概念，此

后 Dunn 在 2005 年构建了基于大学的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轮廓进行了描述，此后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创业生态

系统研究[6,7],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观点，上述成果对研究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具有重大启发与借鉴意义。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创业生态系统内涵。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内涵的界定

主要有两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创业企业的外部环境[8,9],第二种观点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及其所处

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
[1,10,11,12]

。当前的创业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研究逐渐由强调要素间的有机关联转向区域性发展
[13]

。二是创业生

态系统功能实现。结合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国内外学者针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机制[14,15,16,17,18,19]展开了广泛研究。三

是创业生态系统健康性评估。近几年创业生态系统评估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20]。 

由于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特征，很难判断其对创业绩效与创业质量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从创业环境角度衡量其对

创业活动的影响[21,22,23,24]。如 Xie 等[13]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与创业数量可以通过创业生态系统构成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多

个路径产生相同结果；李晶[22]基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对区域创业环境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和

传导机制不同，区域创业环境形成的原动力和传导机制也存在差异；齐玮娜和张耀辉[23]指出，区域创业环境与创业质量的自我回

馈机制决定了区域创业质量的差异及变化速度，进而导致区域创业质量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 

上述研究启示：一是创业活动强调各要素间有机关联，因此需要从生态系统角度进行系统性考量，而科技创业孵化更应当构

建完善的生态系统。二是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难以量化的特征，由于创业环境对创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可以从改善创业环境

的角度进一步提高创业质量。基于上述启发，本文结合前课题组成员构建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对各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

环境子系统的协同效应展开时空研究，通过揭示不同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协同发展现状和时空演变规律，为我

国科技创业孵化发展提供理论及实证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创业生态系统、生态学等理论基础[4],遵循全面性、典型性、科学合理性、操作性、可量化等指标设计原则，基于前期

研究成果[1],本文认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应包含 4 个维度，即 4 个子系统——人才环境、资金环境、设施环境、创新环境。

各子系统间进行要素交互，每个维度下分别设置三级指标，为保持研究的连续性，三级指标选取依然沿用前期研究成果
[1]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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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如表 1所示的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2.2 研究方法 

指标权重反映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计算方法有主观计算和客观计算两种。其中，主观确权法的优势在于充分考虑专家意

见，适用于无法通过数据反映信息的情况，缺点是存在人为因素干扰；客观赋权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完整客观地展现各项数据背后

的信息。本文共有两处需要确权，其中，在确定三级指标权重时，由于是从统计年鉴中获得数据并需要确权，因此本文选择客观

赋权法对其进行权重计算；在计算耦合协调度时需要对二级指标进行确权，计算人才环境、资金环境、设施环境、创新环境4个

子系统的权重，由于需要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确权，因此计算二级指标权重时选取主观赋权法。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综合运用客观

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有助于弥补因单独使用某种确权方法而导致评价结果存在片面性的不足。 

针对各省份不同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选取熵权TOPSIS 方法进行测度评价。熵权法可利用评价指标的内在信息反映其效用

价值，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能客观反映各指标重要性[18],适用于本文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在使用熵权法确权时，本文借鉴

郭芸等[25]、朱喜安和魏国栋[26],以及杨丽和孙之淳[27]的处理方法计算权重。TOPSIS评价方法可以对现有评价对象进行优劣等级评

价，具有简便易操作、结果合理的优势。本文将熵权法与 TOPSIS 评价方法进行结合，用于计算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以使

各省市不同环境子系统的综合评价结果更客观、准确。 

“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表示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影响或作用的关系，耦合度反映多个系统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而协调度

反映多个系统间良性耦合的程度，即协同发展状况。本文借鉴物理学中耦合度函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耦合度计算模型，但

耦合度计算方法尚存在一定不足，如当子系统水平都很低时，得出的耦合度有可能很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本文对耦合度

计算方法进行改进，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该值介于 0～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间的协同发

展水平越高。 

表 1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具体指标 单位 

人才环境 各地区科技孵化器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 

 各地区创业导师人数 人 

 各地区孵化器管理机构从业人员数 人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机构从业人员数 人 

 各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从业人员数 人 

 各地区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企业人员数 人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 

资金环境 各地区科技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 千元 

 各地区科技孵化器总收入 千元 

 各地区对公共技术平台投资额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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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区孵化器在孵企业累计获得风险投资额 千元 

 各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政府投入 亿元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总额 亿元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总收入 亿元 

 各地区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总收入 亿元 

设施环境 各地区国家级孵化器场地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级孵化器办公用房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级孵化器孵化用房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级孵化器企业用房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场地总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办公用房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用房面积 平方米 

 各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研发用房面积 平方米 

创新环境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收入 千元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千元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千元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千元 

 各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项 

 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个 

 

为进一步衡量不同省份间协同度差异情况，选用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法分别计算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整体协同水平

和各省域协同水平偏离整体协同水平的差异情况。 

2.2.1 数据处理 

首先对数据进行缺失值处理，为了避免数据单位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若首尾年度数据

缺失，利用Excel中的线性趋势预测法进行补齐；若缺失某个中间年份数据，则采用前后两年数据均值进行补齐；若缺失多个中

间年份数据，则采用前后年份构成等差数列进行补齐。对于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方式，使结果映射到[0,1]之

间。假设有 m个城市，n个评价指标，t个年度，xijs是第 i个城市、第 j个指标，第 s年的原始数据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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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js'为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 

2.2.2 利用熵权 TOPSIS 方法计算综合得分 

第一步，熵值计算。对于第 j项指标，其熵值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信息效用值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指标权重计算。对于第 j项指标的权重，其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构建加权标准化矩阵。对初始评价矩阵A=(xijs)m*n*s进行规范化，得到标准化矩阵 B。规范化公式如下： 

 

对标准化矩阵 B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加权标准化矩阵R=(rij)m×j×s,其中，rijs=ωjbijs,ωj即由前述方法确定的指标权重。 

第四步，确定正负理想解集合。正理想解集合 R+=(r1
+,r2

+,...,rn
+),负理想解集合 R-=(r1

-,r2
-,...,rn

-)。式中，rj
+=(maxrij

+, 

minrij
-),rj

-=(minrij
+,maxrij

-)。 

第五步，计算欧氏距离 dis
+和 dis

-,计算公式为： 

 

第六步，计算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并进行排序，第 i个省域第 s年的某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Zis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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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步骤，计算不同环境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2.2.3 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协同度计算 

本文中，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共包含 4个子系统，建立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C 为耦合度，Z1、Z2、Z3、Z4分别表示人才环境、资金环境、设施环境、创新环境子系统的综合评指数，由前述熵权-

TOPSIS评价方法得出。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简称协调度，T表示 4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γ,δ均为待定系数，其和为 1。根据德

尔菲法计算出各维度权重并作为系数，即令α=0.2,β=0.3,γ=0.2,δ=0.3,C、D∈[0,1]。 

调查问卷中结合指标重要程度，依次划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5个等级，并根据不同等级设置分数档，对应关系

如下：“高—100”,“较高—75”,“中—50”,“较低—25”,“低—0”。经过四轮调研，最终确定各子系统权重。 

权重计算公式为： 

 

其中，N1、N2、N3、N4、N5分别对应相关指标 5个等级的专家人数，Wj(j=1,2,3,4)分别代表人才环境、资金环境、设施环境和

创新环境 4个子系统的权重。 

2.2.4 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协同度差异测度 

泰尔系数常用于衡量个体或者地区间的不平等度，还有学者用于衡量不同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28],本文认为可以

将其用于测度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变异系数是衡量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统计指标，可以考察

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协同效应偏离整体协同效应的情况。因此，本文分别计算泰尔系数、变异系数以衡量不同省

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协同度差异情况，评价不同省域在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异同。其中，泰尔系数计算

方法如下(本文采取协同度比重加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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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s表示 s时刻的泰尔系数；yis表示省域 i在 s时刻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与整体协同水平之比；n表示总

省域数；pis表示省域 i 在 s 时刻的人口数量与整体总数量之比。此外，根据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本文对泰尔系数进行分解，

分别计算组内差距(区域内部协同度差距)及组间差距(区域间协同度差距)。 

变异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CVS表示 s 时刻的变异系数，yis表示省域 i在 s时刻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y¯s 表示 s 时期样本协同度均

值。 

2.3 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多项关键数据在 2013 年前后发生重大调整，例如在 2013 年及以前的《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仅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信息，且未按照不同省域统计科技企业孵化器数据，而在2014 年及以后的年鉴中，本文所需数据均开始按照不同省域进行

统计。因此，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选用2013-2019年我国内地 27个省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青海、西藏、海南、新疆4省

因连续多年存在数据缺失，未纳入考虑)。大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4-2020 年度),创新环境子系统的若干指

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 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动态协同效应分析 

3.1 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实证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与计算，得出我国内地 27 个省域 2013-2019 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并根据协同度均值进行排序，

见表 2。可以发现，2013-2016 年江苏省协同度一直高于 0.6,稳居榜首，并且在近两年达到 0.7 以上，说明其科技创业孵化生态

环境发展水平较高，反映出江苏重视科技创业孵化环境建设，在吸引人才、配备资金及建设孵化器方面均位于国内前列，且注重

各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广东省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提升较快，并且在近两年其协同度也达到 0.7以上，说明

从全国范围看，江苏省和广东省均属于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较完善、协同发展态势较好的地区。北京的协同度一直保持在

0.5～0.7 之间，相对于除江苏与广东外的其它地区，其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也较高。上述地区在科技创业孵化生态

环境建设方面对其它地区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这得益于其领先的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完善的科技创业孵化支持政策。 

相反，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六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协同度均低于 0.2,且明显低于其它省份，表

明上述地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不完善，处于发展不均衡、严重失调状态，这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创新水

平相对落后，缺乏人才吸引力、科技创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有关。除上述省份外，其它省份的协同度基本在 0.2～0.5 之间波动，

且协同水平呈现逐年提升态势，极少数出现协同度下降的情况。这表明随着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与创业，多数省份开始注重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协同水平相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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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9 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均值 

江苏 0.629 0.646 0.650 0.666 0.686 0.700 0.732 0.673 

北京 0.517 0.610 0.557 0.597 0.659 0.671 0.658 0.610 

广东 0.459 0.464 0.516 0.617 0.668 0.713 0.715 0.593 

上海 0.436 0.424 0.486 0.486 0.511 0.521 0.507 0.482 

山东 0.430 0.394 0.405 0.418 0.447 0.478 0.499 0.439 

浙江 0.340 0.347 0.384 0.413 0.475 0.506 0.537 0.429 

湖北 0.334 0.348 0.364 0.417 0.406 0.438 0.389 0.385 

四川 0.267 0.279 0.306 0.316 0.305 0.331 0.357 0.309 

陕西 0.261 0.283 0.249 0.286 0.289 0.340 0.370 0.297 

河南 0.260 0.266 0.276 0.288 0.319 0.325 0.326 0.294 

安徽 0.264 0.258 0.272 0.280 0.305 0.312 0.319 0.287 

河北 0.219 0.258 0.247 0.265 0.296 0.333 0.338 0.279 

辽宁 0.235 0.244 0.257 0.261 0.270 0.272 0.268 0.258 

湖南 0.208 0.214 0.232 0.253 0.277 0.296 0.306 0.255 

天津 0.243 0.241 0.254 0.280 0.252 0.254 0.256 0.254 

福建 0.204 0.234 0.238 0.243 0.266 0.271 0.271 0.247 

江西 0.223 0.207 0.217 0.222 0.249 0.265 0.272 0.236 

黑龙江 0.232 0.214 0.232 0.225 0.229 0.229 0.238 0.228 

吉林 0.204 0.158 0.168 0.187 0.201 0.217 0.216 0.193 

贵州 0.181 0.222 0.176 0.168 0.184 0.192 0.201 0.189 

重庆 0.166 0.170 0.165 0.210 0.205 0.204 0.200 0.189 

甘肃 0.134 0.142 0.170 0.187 0.196 0.196 0.191 0.174 

内蒙古 0.200 0.137 0.148 0.169 0.160 0.192 0.191 0.171 

云南 0.158 0.156 0.157 0.163 0.166 0.183 0.203 0.169 

广西 0.145 0.158 0.170 0.154 0.163 0.186 0.182 0.165 

山西 0.116 0.123 0.122 0.132 0.147 0.160 0.174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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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0.050 0.060 0.058 0.070 0.076 0.072 0.079 0.066 

 

为进一步分析 2013-2019 年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整体协同水平，采用上述 27 个省域协同度的均值进行分析。由图 1

可见，2013-2019 年 27 个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整体稳步提升，但提升幅度不大，仅从0.263提高到0.333,与协同

水平较高的江苏、广东、北京差距明显，说明我国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分布不均衡特

征，因此后续将对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的差异性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与分析。 

3.2 不同省域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差异性分析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选用泰尔系数反映不同省域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的差异性，同时，计算变异系数以

进行验证。图 2 显示了 2013-2019 年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的泰尔系数及其分解结果，图 3 显示了总泰尔系数

与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图 1 27 个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整体变化趋势 

 

图 2 27 个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泰尔系数及分解结果 

从泰尔系数看，2013-2019 年总泰尔系数在 0.05～0.07 之间波动，并呈现阶段性波动下降趋势，意味着我国科技创业孵化

生态环境的省际差距呈现波动幅度缩小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协同水平仍然差距显著，不同

省域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严峻。进一步，按照四大经济区域进行划分，分别计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部地区之间的泰尔系数组内差距及组间差距。其中，组内差距反映每个经济区域内各省域之间的协同度差异，组间差距则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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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区域间的协同度差异。由图 2看出，组内差距远大于组间差距，即总泰尔系数主要由组内差距贡献，说明相比于四大经济区

域间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差异，区域内部各省域之间的协同度差异更大。结合表 2结果，可以发现，江苏和天津同属

于东部地区，但在协同度上相差 0.476。这启示，不同省域间科技创业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差异更大，这种省际失衡现象尤其需要

重视。 

 

图 3 27 个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泰尔系数及变异系数 

图 3 显示了泰尔系数与变异系数的对比情况，可以发现，尽管两者在数值上有所差距，但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4 年两个

系数均达到观测期内最大值，在 2015 年、2016 年经过小幅震荡后，于 2017 年又达到一个小高峰，2018 年和 2019 年两个系数

均下降明显。这表明 2014-2017 年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失衡严重，如近两年泰尔系数仍然在 0.05以上，变

异系数甚至高达 0.5 以上，需要引起政府关注。 

3.3 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的空间分布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葛鹏飞等，2020),将耦合协调度分为 5个梯度，对应的协同度也划分为 5个层次，即极低水平协同、低

水平协同、一般协同、良好协同与优质协同，具体划分依据见表 3。 

为便于观察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采用ArcGIS10.7 分别绘制2013 年、2016 年、2019 年省

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见图4。 

表 3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划分 

耦合协调度 协同水平 

0≤D<0.1 极低水平协同 

0.1≤D<0.3 低水平协同 

0.3≤D<0.5 一般协同 

0.5≤D<0.8 良好协同 

0.8≤D<1.0 优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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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以看出，2013 年仅东部地区的北京和江苏实现了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良好协同，即实现良好协同的 4 个省份中

有 3个省市属于东部地区，其余省市均为低水平或极低水平协同，反映出东部地区因经济较发达，在科技创业方面具备天然禀赋

优势，各种科技创业要素流动较顺畅，因此其协同发展水平比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2013-2016 年达到良好协同的省份由2个

增加到 5个，但实现良好协同的省份依然不多且集中于东部地带。此外，2013-2016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多个省域逐步由低

水平协同过渡到一般协同，2019 年东部和大部分中部省份都实现了一般及以上协同。这说明近年我国省域层面的科技创业孵化

生态环境协同水平逐步提升，但东中部与西部、东北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具体而言，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一直

处于低水平或极低水平协同发展阶段，上述区域只有 2个省份(四川和陕西)实现了一般协同，这是由于西部、东北部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产业内部结构失衡、人才流失较严重以及科技创新水平较落后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排名靠后的省份，特别是

西部地区的宁夏，在 2013-2019年间其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一直处于极低状态，从耦合协调度来看，一直低于 0.08,

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悬殊，说明宁夏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极为落后，需要政府予以关注。 

总体来看，观测期内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

特征，其中，东部和中部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协同水平稳步提升并呈现出空间集聚现象。尽管如此，达到良好协同水平

的仍然只有少部分省份。这说明我国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协同水平不高，呈现出较严重的区域失衡现象。因此，

我国亟需加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从顶层设计开始，着力促进区域内、区域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要素高效流动，加强不

同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群落联系，提升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同水平，最终实现科技创业孵化可持续健康发展。 

 

图 4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的空间演变 

4 结论及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内地 27个省域2013-2019年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各省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测评，基于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对各省域以及四大经济区域间协同水平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并运

用 ArcGIS软件绘制我国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从创业孵化的独特视角研究

科技创业问题，并从实证角度对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间的协同效应进行评价研究，有助于揭示不同省域科技

创业孵化环境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2013-2019 年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较低，仅有极少数省份达到良好协同(江苏、上海、广东、浙江、

北京),排名靠后的省域与其它省域在协同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省域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发展参差不齐，说明我国科

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失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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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大部分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逐年上升，但仍有极少数地区出现协同度下降情况；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

显示，虽然我国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但差异系数呈现逐渐变小的发展趋势，说明科技创业孵化生

态环境协同水平逐渐改善。 

(3)从不同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的时空演变格局看，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特征。其中，

东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域的协同水平逐渐提升，且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即达到良好协同水平的省份仍集中于东部沿

海地带，中部地区呈现出由低协同逐渐向一般协同过渡的发展趋势。西部、东北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

同度一直处于低水平，甚至极低水平，协同水平提升不显著。 

4.2 政策建议 

(1)从顶层设计出发，着力形成完善的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科技创业企业和孵化组织为核心，孵化生态环境子系统高效协同

发展的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网络，确保科技创业生态环境稳定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催生科技创业企业孵化与成长。 

(2)注重发挥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度较高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东部地区的引领及示范作用，

形成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建设高地的“中心”效应，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政府应制定相应的科技创业

与创业孵化激励政策，积极引导科技创业孵化资源流向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低水平协同地区，形成区域协同、省域协同的融合

互动发展格局。 

(3)科技创新应当成为科技创业孵化的重要支撑。各省份应当从完善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角度，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的生态环境，加强邻近区域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间与区域内科技创业孵化资源、信息的高效流动和共享，实现区域科

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优势互补，以及区域间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合作共赢。 

(4)着力营造自由、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提升区域市场化水平，完善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培育市场

中介组织，提高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要素流动效率，巩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建设，实现区域内、区域间科技创业孵化生态

体系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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